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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宏观角度建立两部门增长模型，研究文化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数
值模拟结果表明：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不一定总有正向促进作用，这取决于溢出效应和替代效应的
大小比较。这两种效应又受文化资本积累及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呈现交替变化的态势。本文利
用１９９７－２０１４年我国３０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文化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
文化资本前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微弱甚至为负，后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为正。在此基础
上，本文进一步用门槛模型考察文化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分析可能影响文化资本与
经济增长关系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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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在Ｖｅｂｌｅｎ（１９０９）的炫耀性消费理论中，文化产品更多的是被当成一种奢侈品用以象征权贵们的
社会地位和声望。在这种观念下，文化生产不可能对经济起到很大的作用，它只是少数社会高级阶
层的一种雅兴。虽然文化的工业化发展一开始受到了非议，被认为“亵渎”了精英文化（霍克海默、阿
道尔诺，１９４７），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与社会的距离开始拉近。文化走下“阳春白雪”的殿堂，成
为更多“下里巴人”的可消费选择。文化工业化发展杂糅了文化与商品，即商品中有文化，文化中有
商品。大众化从消费者角度对文化产品产生了大量需求，工业化从生产者角度解决了文化产品的供
给。随着文化商品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文化部门的产值占ＧＤＰ的比重不断增加。文化生产由于其
产业链长、关联度大具有很强的外溢性，且在生产过程中对自然资源依赖性小、污染少，在后工业化
时代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增长效应和关联效应两个方面分析了文化生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关于文
化生产的增长效应，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是子行业层面的分析。国外学者多采用案例分析
方法分析出版、媒体、音乐、时尚等子行业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例如，Ｃｒｅｉｇｎ（２００５）采用案例分
析方法对英国的时尚设计行业进行研究，指出时尚设计行业产值快速上升，由１９９９年的３．５亿英镑
上升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０亿英镑；Ｃｕｒｒｉｄ（２００８）指出文化创意产业（像时尚、艺术、音乐等）对纽约经济的
推动作用与金融、房地产、法律等行业一样大。二是具体分析文化生产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机理。
发展文化产业可以升级与重塑文化资源，提升各处文化资源的吸引力进而吸引更多的游客；还可以
提升地区形象，吸引高层次的投资者和高素质的劳动者。文化创意产业依靠人才的创造力和集聚效
应，使许多面临废弃的老城区重新焕发活力，不仅提升了地区的文化品位，同时也提高了地区的竞争
力（厉无畏、王慧敏，２００６）。此外，劳动密集型的文化生产可以显著提升就业水平。１９９１年英国的
文化生产部门雇用了全国４．５％的就业者，就业规模与建筑业相当（Ｐｒａｔｔ，１９９７）。ＫＥＡ（２００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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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化生产相关的就业在经济周期波动中比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更加稳定。
文化生产的关联效应是指随着文化产业自身发展所引起的其他产业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增长。
文化生产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其自身发展促进了文化传播，文化理念渗透到传统文化产业的设计、生
产、营销、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从而有效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Ｐｈｉｌｉｐｓ（２００２）指
出，将文化渗透到工业产品的制造中可以提高工业产品的竞争优势。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文化与
科技融合渐成趋势。毛蕴诗等（２００６）根据行业边界模糊理论对信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结合趋势进
行了分析。文化产业与科技产业的融合实质是文化生产依托高科技产业的技术手段或产出结果，拓
宽传统文化产业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手段，催生新的文化产品甚至新的文化业态（彭英柯，２０１３）。此
外，还有一部分学者从产业结构关联视角分析文化生产的关联效应。蔡旺春（２０１０）、高秋芳（２０１２）
等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关联程度和波及效应，结果表明文化生产具有很强的扩散
效应，且已经表现出对其他相关产业较大的辐射作用。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经济结构转型具有稳定、
可持续的正向促进作用（赵娜等，２０１４）。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研究者们在文化生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已取得了较为一
致的结论，即文化生产从增长效应和关联效应等多个方面可以推动区域发展。然而少有文献注意到
上述关系可能存在的阶段性差异。就目前来看，很难回答为什么发达国家大力扶持文化产业，而发
展中国家文化产业受到的重视却明显不够。尽管已有研究表明文化生产有利于经济增长水平的提
高，然而文化生产对经济增长率的作用却少有涉及。中国经济经历了３０多年年均增长率近１０％的
高速增长。由大量资本、劳动力、原材料等要素积累推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近些年
经济步入中高速增长，特别是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增长速度逐渐步入６％～７％区间，中国经济
增长需要寻找新的动力，转变增长方式。那么文化生产能否促进增长率提高？这是本文将要探索的
问题。
文化产品的重要性质在于它既是消费品，也是投资品。例如，文学作品既可以作为一种消费品
提供感官享受，也可以作为一种投资品用来翻拍成电视剧和电影。本文为了更透彻地分析文化生产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将文化资本引入增长模型中。本文的文化资本是指由文化产品形成的文化资
本。在研究文化资本与经济增长方面，国外文献如Ｂｕｃｃｉ　＆Ｓｅｇｒｅ（２０１１）、Ｂｕｃｃ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Ｍａｒｑｕｉｓ
（２０１３）利用宏观经济理论模型分析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但他们的研究缺乏现实证据支
撑。Ｔｕｂａｄｊｉ（２０１４）、Ｔｕｂａｄｊｉ　＆Ｎｉｊｋａｍｐ（２０１５）是少数该方面的实证文献，不过作者是从城市文化
活力的角度考察其对经济增长水平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国内学者在相关方面的研究主要以实证为
主，集中在文化资本与经济增长水平的关系，缺乏理论基础。
二、理论模型
本文借鉴 Ｍａｒｑｕｉｓ（２０１３）的思想，拓展 Ｕｚａｗａ和Ｌｕｃａｓ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建立包含文化
部门和非文化部门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
（一）生产部门
考虑在一个封闭经济体中，最终产品包括文化产品和非文化产品，各由两类具有相同生产函数
的竞争性厂商提供。文化部门主要进行文化产品的生产，非文化部门主要进行非文化产品的生产。
代表性厂商均采用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生产函数形式，投入要素包含物质资本ｋｎｃｔ 、劳动力Ｎｔ和文化资本
ｋｃ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在两部门之间进行最优配置。文化资本具有普惠性，既可以作用于文化部
门，又可以影响非文化部门。文化资本对于非文化部门的作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一种外部性。
两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Ｆ（ｋｎｃｔ ，θｔＮｔ，ｋｃｔ）＝ （ｕｔｋｎｃｔ ）α１ （θｔｖｔＮｔ）α２ （ｋｃｔ）α３，　ｕｔ，ｖｔ∈ （０，１） （１）
Ｇ（ｋｎｃｔ ，γｔＮｔ，ｋｃｔ）＝ ［（１－ｕｔ）ｋｎｃｔ ］η１ ［γｔ（１－ｖｔ）Ｎｔ］η２ （ｋｃｔ）η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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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１＋α２＋α３ ≥１，η１＋η２＋η３ ≥１ （３）
（１）式中，Ｆ为非文化部门的实际产出，θｔ表示非文化部门的外生技术水平，ｕｔ、ｖｔ分别表示物质
资本、劳动力分配给非文化部门的比例，α１，α２，α３分别表示非文化部门物质资本、劳动力及文化资本
的产出份额。（２）式表示文化部门的生产函数，Ｇ为文化部门的实际产出，γｔ表示文化部门的技术水
平，η１，η２，η３分别表示文化部门物质资本、劳动力及文化资本的产出份额。（３）式表明两部门的生产
过程允许存在规模报酬不变或者规模报酬递增，具有普遍性。
（二）消费部门
假设消费者效用函数是建立在文化产品消费ｃｃ和非文化产品消费ｃｎｃ上。简单地，将效用函数形
式设为：
Ｕ（ｃｃｔ，ｃｎｃｔ ）＝ｌｎ（ｃｃｔ）＋ｌｎ（ｃｎｃｔ ） （４）
（４）式中，ｃｃｔ、ｃｎｃｔ 分别表示代表性家庭在ｔ期文化产品和非文化产品的消费。该效用函数反映了
消费的单位跨期替代弹性。
与消费非文化产品不同，消费文化产品带来的效用取决于消费者个人素养和以往的阅历。就文
学作品被翻拍成电视剧和电影一例来说，看过原著的人比没有看过原著的人对翻拍的作品会更加关
注，也更倾向消费翻拍的作品。为了体现文化产品消费的这一特点，本文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行为上
引入Ｂｅｃｋｅｒ　＆ Ｍｕｒｐｈｙ（１９８８）的“理性成瘾”概念。理性成瘾理论认为消费者增加当前文化产品的
消费量会增加其未来对文化产品的消费量。假设ｔ期文化产品的消费ｃｃｔ受由（ｔ－１）期决定文化资本
ｋｃｔ和ｔ期文化产品的购买量ｘｃｔ的共同影响，其中φ＞０反映了文化产品消费具有正向理性成瘾性质。
当φ等于０时说明文化产品消费不具有理性成瘾性质，当期文化产品的消费量等于当期文化产品的
购买量。可以得到式（５）：
ｃｃｔ ＝Ｊ（ｋｃｔ，ｘｃｔ）＝ （ｋｃｔ）φｘｃｔ，　φ≥０ （５）
此外，假设文化资本ｋｃｔ的运动过程如式（６）所示，其中δｃ反映理性成瘾特性，即距离文化产品消费
越近，对文化资本的积累作用越大。
ｋｃｔ
－
＝－δｃ　ｋｃｔ＋ｘｃｔ，　δｃ∈ （０，１） （６）
由于文化产品既是消费品也是投资品，文化产品的购买量等于文化部门的实际产出，即：
Ｇｔ＝ｘｃｔ （７）
综合（２）式、（６）式和（７）式，可得文化资本的运动方程为：
ｋｃｔ
－
＝－δｃ　ｋｃｔ＋［（１－ｕｔ）ｋｎｃｔ ］η１ ［γｔ（１－ｖｔ）Ｎｔ］η２ （ｋｃｔ）η３，　δｃ∈ （０，１） （８）
物质资本ｋｎｃｔ 的运动过程如（９）式所示。其中，δｎｃ代表折旧率，ｘｎｃｔ 代表ｔ期非文化产品的投资。
ｋｎｃｔ
－
＝－δｎｃ　ｋｎｃｔ ＋ｘｎｃｔ ，　δｎｃ ∈ （０，１） （９）
假设非文化部门的产出除了用于非文化产品消费之外全部投入到物质资本的积累，即：
ｘｎｃｔ ＝Ｆｔ－ｃｎｃｔ （１０）
综合（１）式、（９）式和（１０）式，可得物质资本的运动方程如下：
ｋｎｃｔ
－
＝－δｎｃ　ｋｎｃｔ －ｃｎｃｔ ＋（ｕｔｋｎｃｔ ）α１ （θｔｖｔＮｔ）α２ （ｋｃｔ）α３，　δｎｃ ∈ （０，１） （１１）
综合（４）式、（５）式、（８）式、（１１）式，代表性家庭的最优决策问题可以重新表述为：
ｍａｘ
｛ｃｎｃｔ ，ｋ
ｃ
ｔ＋１
，ｋｎｃｔ＋１，ｕｔ，ｖｔ｝
∫
!
ｔ＝０
｛ｌｎ（ｃｃｔ）＋ｌｎ（ｃｎｃｔ ）｝ｅ－ρｔＮｔＨｄｔ
，ρ∈ （０，１），φ≥０，ｕｔ，ｖｔ∈ （０，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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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ｌｎ（ｃｃｔ）＝ｌｎ｛（ｋｃｔ）φ ［（１－ｕｔ）ｋｎｃｔ ］η１ ［γｔ（１－ｖｔ）Ｎｔ］η２ （ｋｃｔ）η３｝ （１３）
ｓ．ｔ．　ｋｃｔ
－
＝－δｃ　ｋｃｔ＋［（１－ｕｔ）ｋｎｃｔ ］η１ ［γｔ（１－ｖｔ）Ｎｔ］η２ （ｋｃｔ）η３，δｃ∈ （０，１） （１４）
ｋｎｃｔ
－
＝－δｎｃ　ｋｎｃｔ －ｃｎｃｔ ＋（ｕｔｋｎｃｔ ）α１ （θｔｖｔＮｔ）α２ （ｋｃｔ）α３，δｎｃ ∈ （０，１） （１５）
ｌｉｍｔ→!λｃｔｋｃｔ ＝０，ｌｉｍｔ→!λｎｃｔｋｎｃｔ ＝０ （１６）
ｋｃ０，ｋｎｃ０ ＞０ （１７）
在（１２）式中，定义ρ为时间折现率，ρ越大表示家庭越看重当期消费而不是未来消费。Ｈ表示家
庭的数量，Ｎｔ表示经济中的总劳动力数量，为了简便计算，将劳动力Ｎｔ标准化为１。（１６）式表示横截
面条件，λｃ、λｎｃ分别表示ｋｃｔ、ｋｎｃｔ 两个状态变量的影子价格。（１７）式表明初始文化资本和物质资本均为
正数。在求解这个社会计划者的问题当中，我们忽略价格因素的影响。
（三）均衡增长路径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函数求解代表性家庭的最优决策问题，控制变量为ｃｎｃｔ ，ｕｔ，ｖｔ，状态变量
为ｋｃｔ，ｋｎｃｔ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乘子为λｃ、λｎｃ。
１．均衡增长率。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设文化资本、物质资本、文化产品消费、非文化产品消费、
文化部门产出、非文化部门产出、人口、文化部门技术水平、非文化部门技术水平等增长率为常数。
则文化部门产出增长率（γＧ）和非文化产出增长率（γＦ）可用以下表达式表示：
γＧ ＝α２η１γθ＋
（１－α１）η２γγ
（１－α１）（１－η３）－α３η１
（１８）
γＦ ＝ α２
（１－η３）γθ＋α３η２γγ
（１－α１）（１－η３）－α３η１
（１９）
总产出（Ｙｔ）由两部门的实际产出总和决定：
Ｙｔ＝Ｆｔ＋Ｇｔ （２０）
对上式两边同取微分，推出总产出的增长率γＹ为：
γＹ ＝ｄＹｔＹｔ ＝
ｄＦｔ＋ｄ　Ｇｔ
Ｙｔ ＝
Ｆｔ
Ｙｔ
ｄＦｔ
Ｆｔ ＋
Ｇｔ
Ｙｔ
ｄ　Ｇｔ
Ｇｔ ＝
（１－ｓ）γＦ ＋ｓγＧ，ｓ＝ＧｔＹｔ
（２１）
从（２１）式可以看出，最终产出增长率是文化部门和非文化部门产出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当文化
资本份额α３、η３不等于零时，文化资本在两部门的生产过程中存在溢出效应。从（１８）（１９）式可知，α３、
η３的上升或下降会影响两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进而影响总体产出增长率。即文化资本对文化生产部
门或者非文化生产部门的溢出效应的强弱会同时影响两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进而作用于总产出增长
率。然而这种作用从公式看并不明晰，为更加直观地表示出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通过
数值模拟来进一步分析。
２．均衡状态解。根据求解结果，可得均衡状态时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在两部门间的最优分配比
例ｕ，ｖ为常数。
ｕ＊ ＝
１
η１
［ρ＋σ
ｃ＋（σｃ＋γＧ）η３］＋
（ρ＋γＦ）
（ρ＋σ
ｎｃ＋γＦ）
［（σｃ＋γＧ）（φ＋２η３）＋ρ＋σ
ｃ］
１
η１
＋１α（ ）１ ［ρ＋σｃ＋（σｃ＋γＧ）η３］＋１α１（σｃ＋γＧ）（α３＋η３＋φ）
（２２）
ｖ＊ ＝ τｕ
＊
１－（１－τ）ｕ＊
，　τ＝α２η１α１η２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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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３）式表明均衡时ｕ＊，ｖ＊均受α３，η３的影响。即文化资本的溢出效应的强弱也会同时影响
均衡时最优物质资本、劳动力分配结构。由于这种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为了比较直观地分析文化
资本的影响，本文基于理论模型根据中国现实数据对可能存在的情景进行数值模拟分析。
（四）基于理论模型的数值模拟实验
为了更好地揭示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引入基于理论模型的数值模拟实验来进一步
分析。数值模拟常用的物质资本产出弹性数值在［０．４，０．６］范围内。参考郭庆旺、贾俊雪（２００５）和
徐朝阳（２０１４）的研究，本文在仅考虑物质资本、劳动力两种投入要素的基准模型模拟中，将物质资本
产出份额设为α１＝η１＝０．６，劳动力产出份额设为α２＝η２＝０．４。由于劳动人口较为稳定，每年变化较
小，为简化分析并着重关注文化资本的作用，参照 Ｍａｒｑｕｉｓ（２０１３），在模拟试验中将劳动力产出份额
视为不变。此外，参照万建香（２０１６），设定时间折现率ρ＝０．０２。物质资本的折旧率参照单豪杰
（２００８），设定δｎｃ＝０．１０９６。文化资本的折旧率参照王云（２０１３），设定δｃ＝０．２。考虑到文化产品消费
普遍具有正向理性成瘾特性，为了研究的简化，本文设定φ＝０．５，即当期文化产品的消费与文化资
本之间为正向关系，且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近年来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在３％左右，故本文将文化部门的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设定为ｓ＝０．０３。此外，关于文化
部门技术进步率的设定，主要根据王恕立等（２０１５）对文化产业技术进步率的估算，设定γγ＝０．０３。
由于现有文献缺乏非文化部门技术进步率的估计，本文采用制造业部门的技术增长率近似替代。依
据段敏芳、吴俊成（２０１７）对制造业整体技术进步率的估计，设定γθ＝０．０７。
为了比较分析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每种情景中依次增加文化部门文化资本产出份额
η３，同时相应降低文化部门物质资本的产出份额η１。即文化部门的产出越来越依赖文化资本的投入，
同时减少对物质资本投入的依赖，以此反映文化资本对物质资本投入的替代作用。此外，在基础情景
一中，假设文化资本对非文化部门生产不具有溢出效应（α３＝０），仅分析文化部门文化资本的替代效应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情景二中，假设文化资本对非文化部门生产过程存在溢出效应（α３＝０．１），同时
也对非文化部门物质资本存在替代效应（α１＝０．５），借此分析同时存在同等的溢出效应和替代效应
的情形下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情景三中，假设文化资本对非文化部门生产只存在溢出效
应（α３＝０．１），考察文化资本的影响。在情景四中，假设文化资本对非文化部门生产存在溢出效应
（α３＝０．２），同时也存在替代效应（α１＝０．５），但是溢出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考察文化资本的影响。在
情景五中，假设文化资本对非文化部门生产存在溢出效应（α３＝０．１），同时也存在替代效应
（α１＝０．５），且文化部门文化资本的溢出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考察文化资本的影响。
如表１所示，在每个情景中，依次增加文化部门生产函数中文化资本的产出份额η３，同时等额减
少文化部门物质资本的产出份额η１，会导致最终产出增长率下降。因此，由各情景内部比较可知，文
化资本对物质资本的替代性为负。此外，通过观察均衡时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最优分配比例变动可
知，伴随文化资本的溢出作用增强，会同时出现非文化部门的“资本深化”效应和文化部门的“鲍莫
尔”效应。即资本会更多地转移到技术进步率快的生产部门，而劳动力则会渐渐转移到技术进步率
慢的生产部门。这个结论与Ｄｅｎｎｉｓ　＆Ｉ爧ｃａｎ（２００９）的类似，说明了本文模型及参数设定的合理性。
由此可知，发展文化产业对调整产业结构具有很明显的作用，有利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
比较情景一、二，情景一中文化资本对非文化部门不存在溢出效应，而情景二中文化资本对非文
化部门的生产具有溢出效应，同时同等挤占了非文化部门的物质资本的份额。通过比较情景一、二
对应的最终产出增长率可知，文化资本对非文化部门生产的溢出效应不能弥补负的替代效应，最终
产出增长下降。
比较情景一、三，在情景一中文化资本对非文化部门不存在溢出效应，而情景三中文化资本对非
文化部门的生产具有溢出效应，但并没有挤占非文化部门的物质资本的份额。通过比较情景一、三
对应的最终产出增长率可知，当文化资本对非文化部门只存在正的溢出效应时，均衡时总产出的增
长率将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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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最优分配结构的影响
γＹ ｕ＊ ｖ＊ α１ α２ α３ η１ η２ η３ γθ γγ
情景一
０．０６９５２　 ０．５５３５８　 ０．５５３５８　 ０．６０　 ０．４０　 ０．００　 ０．６０　 ０．４０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６９４７　 ０．５８１２７　 ０．５３６３５　 ０．６０　 ０．４０　 ０．００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１０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６９４０　 ０．６１８１１　 ０．５１９００　 ０．６０　 ０．４０　 ０．０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２０　 ０．０７　 ０．０３
情景二
０．０６５９３　 ０．４６８１６　 ０．５１３６９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１０　 ０．６０　 ０．４０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６５５２　 ０．４９９００　 ０．４９９００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１０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１０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６５０２　 ０．５３９３８　 ０．４８３６８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１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２０　 ０．０７　 ０．０３
情景三
０．０８５２１　 ０．５４１２１　 ０．５４１２１　 ０．６０　 ０．４０　 ０．１０　 ０．６０　 ０．４０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８４４３　 ０．５７１３２　 ０．５２６２０　 ０．６０　 ０．４０　 ０．１０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１０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８３４７　 ０．６０９７７　 ０．５１０２１　 ０．６０　 ０．４０　 ０．１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２０　 ０．０７　 ０．０３
情景四
０．０７９４０　 ０．４５５８５　 ０．５０１３２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２０　 ０．６０　 ０．４０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７８２１　 ０．４８８５１　 ０．４８８５１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２０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１０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７６７９　 ０．５３００９　 ０．４７４３６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２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２０　 ０．０７　 ０．０３
情景五
０．０６７４２　 ０．４６５４１　 ０．５１０９３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１０　 ０．６０　 ０．４０　 ０．１０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６７１２　 ０．４９６３９　 ０．４９６３９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１０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２０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６６７５　 ０．５３６８２　 ０．４８１１１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１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３０　 ０．０７　 ０．０３
比较情景一、四，在情景一中文化资本对非文化部门不存在溢出效应，而情景四中文化资本对非
文化部门的生产具有外溢性效应，同时挤占了非文化部门的物质资本的份额，但是溢出作用大于替
代作用。通过比较情景一、四对应的最终产出增长率可知，在文化资本对非文化部门同时存在外溢
性效应和替代效应，且溢出效应能够弥补负的替代效应的情况下，均衡时最终产出增长率上升。
比较情景二、五，文化资本对非文化部门均存在溢出效应且对非文化部门的物质资本存在相等
的替代效应，而情景五中文化资本对文化部门生产的溢出效应大于替代效应。通过比较情景二、五
对应的最终产出增长率可知，在文化资本对非文化部门同时存在同等的外溢性效应和替代效应时，
文化部门中文化资本的溢出效应越大，越能提高均衡时最终产出增长率。
综上，文化资本对最终产出增长率的影响取决于溢出效应与替代效应的大小比较，当溢出效应
能够弥补替代效应，均衡时总产出增长率才能有所提升。由该结论可知，当文化资本的溢出效应不是
很强的时候，一味增加文化资本投资并不能带来预期经济增长率的增加，甚至有可能会适得其反。Ｂｕｃ－
ｃ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的结论与本文具有相似之处，在其仅考虑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只有当
文化资本对全要素增长率具有很显著的溢出效应时，提高文化资本投资才能带来预期增长率的增加。
文化资本的溢出效应取决于经济社会中文化资本的积累，替代效应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基
于此，本文得出以下两个推论：
推论１：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其发展初期，文化资本积累不足，导致其溢出效应较小。此外，由于工
业化深化过程中的加速效应，会导致文化部门出现非均衡增长中的鲍莫尔效应，文化资本对物质资本的替
代性为负。文化资本的溢出效应不能弥补其所引致的替代效应，导致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弱。
推论２：在发展中国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文化资本逐渐积累，其溢出效应日益增大，同时，由于
工业化阶段达到一定程度后，物质资本推动力不足，文化资本对物质资本的负向替代效应减弱，此
时，文化资本的溢出效应大于负向替代效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越来越显著。
对这两个推论，中国现实情况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验证对象。当然，具体结果还有待于后文的计量分
析。本文将主要考察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结合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实证分析。
三、计量模型、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本文的研究主要是考察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理论模型一致，社会总产出主要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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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物质资本、劳动力三种投入要素的影响，即Ｙ＝Ｑ（ｋｃ，ｋｎｃ，Ｎ）。对产出方程求微分并除以产出
可得产出增长率：
ｇｙ＝ｄＹＹ ＝
Ｑ
ｋｃ
ｋｃ
Ｑ
·ｄ　ｋ
ｃ
ｋｃ ＋
Ｑ
ｋｎｃ
ｋｎｃ
Ｑ
·ｄ　ｋ
ｎｃ
ｋｎｃ ＋
Ｑ
Ｎ
Ｎ
Ｑ
·ｄＮ
Ｎ
（２４）
为直观起见，将（２４）式表示如下：
ｇｙ＝β１ｇｃ＋β２ｇｋ＋β３ｇｌ （２５）
其中，ｇｙ表示各省实际总产出Ｙ 的增长率，ｇｃ表示文化资本存量ｋｃ的增长率，ｇｋ表示物质资本
存量ｋｎｃ的增长率，ｇｌ表示劳动力Ｎ 的增长率，β表示相应的产出弹性系数。
由于实证过程中遗漏重要解释变量会导致伪回归现象，为使实证结果更加准确，在（２５）式中加
入一些重要控制变量，从而得到本文的基础实证回归模型：
ｇｙｉｔ ＝β１ｇｃｉｔ＋β２ｇｋｉｔ＋β３ｇｌｉｔ＋∑
Ｋ
ｋ＝１ωｋ·Ｘｋｉｔ＋μｉ＋λｔ＋εｉｔ （２６）
其中，下标ｉ代表各个省份，下标ｔ代表时间，μｉ代表观测不到的个体异质效应，λｔ代表时间效应，
εｉｔ代表随个体和时间而改变的扰动项，Ｘｋｉｔ代表影响实际总产出增长率的其他控制变量，ωｋ代表相应
控制变量的系数。
模型（２６）从线性关系角度分析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如理论模型数值模拟中所揭示
的那样，上述关系并不一定总是为正，取决于文化资本的溢出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大小比较。工业化
达到一定程度的国家在文化资本上投资的意愿更大，这是由于文化资本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直
至超过某个阈值，文化资本发挥出其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此时文化资本的投资变得有利可
图。因此，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出“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此外，经济发展程度越高，文
化资本的负向替代作用越小。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某一阈值时，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率减
弱。文化资本的溢出效应可以弥补负向替代效应，此时文化资本的投资对经济增长也是积极的。那
么，中国的现实数据是否支撑上述关系的推理？为进一步考察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可能存在的非线
性影响，本文通过设定固定效应门槛模型进行分析，将模型（２６）调整如下：
ｇｙｉｔ ＝β１１ｇｃｉｔ·Ｉ（ＴＨ ≤ξ１）＋β１２ｇｃｉｔ·Ｉ（ＴＨ ≥ξ１）＋β２ｇｋｉｔ＋β３ｇｌｉｔ
＋∑
Ｋ
ｋ＝１ωｋ·Ｘｋｉｔ＋μｉ＋λｔ＋εｉｔ （２７）
其中，ＴＨ 为门槛变量，ξ１代表未知的门槛值，Ｉ为示性函数，目的是根据门槛值进行样本分段。
β１１和β１２分别代表ＴＨ≤ξ１和ＴＨ≥ξ１时文化资本增长率对实际ｇｄｐ增长率的影响系数。
（二）指标度量
１．实际总产出增长率（ｇｙ）。为尽可能减少数据本身带来的测量误差，本文使用统计局网站上
公布的修正后历年各省市ＧＤＰ的数据。以１９９６年为基期，将名义ＧＤＰ根据ＧＤＰ指数剔除物价变
动影响，再求出各省份历年实际ＧＤＰ增长率。
２．核心解释变量（ｇｃ）。根据理论模型中关于文化资本存量运动方程的设定，本文采用永续盘
存法对文化资本存量进行估计：
ｋｃｉｔ ＝ｋｃｉ，（ｔ－１）·（１－δｃ）＋Ｇｉｔ （２８）
ｋｃｉ，１９９６ ＝Ｇｉ，１９９６／（ｇｉ＋δｃ） （２９）
关于文化部门的产出Ｇｉｔ，鉴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采用文化部公布的文化产业总收入数据当作文
化部门的名义产出的近似估计，在此基础上用消费价格指数近似替代文化产品价格指数，以１９９６年
为基期剔除价格影响因素。与理论模型一致，根据王云（２０１３），设定δｃ＝０．２，ｇｉ为各省市１９９６－
２０１４年实际文化产业收入的几何平均增长率，求得文化资本存量之后再求出历年各省份文化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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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３．控制变量。（１）物质资本增长率（ｇｋ），用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度量当年投资，其中固定资产形
成总额用以１９９６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参照单豪杰（２００８），将物质资本折
旧率设为δｎｃ＝０．１０９６，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资本存量，再求出增长率。（２）劳动力增长率（ｇｌ），根据
廖楚晖（２００６），本文用经济社会中年末从业人口数的增长率表示劳动力增长率。（３）产业结构因素，
用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数占比（ｔｈｉｒｄ）表示。该比重越高说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越高，产业结构的高
级化发展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刘生龙、胡鞍钢，２０１０）。（４）城乡结构因素，用城镇
常住人口数占总人口数比率（ｃｉｔｙ）表示。理论上，城市化进程中，各类要素从乡村向城市集聚，实现
空间上的再配置，从而促进了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引致大规模的城市需求，对潜在经济
增长具有很大作用。（５）外贸结构因素，用外商直接投资占ＧＤＰ比值（ｆｄｉ）表示。承载着世界前沿
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ＦＤＩ在促进先进技术的国际扩散、推动东道国技术进步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６）科技创新活动，用各省份申请受理专利数增长率（ｓｃｉ）表示（参照张杰等，２０１６）。科技进步是经济
长期增长的动力之一，从长期看，提高科技创新产出、加大技术引进力度是促进生产技术进步的主要
途径（唐未兵等，２０１４）。控制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年鉴》和各地方政府统计年鉴。
（三）描述性分析
本文选择１９９６－２０１４年除西藏以外的３０个内地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作为原始样
本。由于本文的目的是考察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对大部分主要解释变量取增长率，因此
损失了一年的数据，计量分析样本时间跨度为１９９７－２０１４年。
表２报告了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及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另外，为了考察各个解释变量之
间是否存在共线性，本文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是从表２上半部分的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矩阵可
以看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大值为０．８６７１，绝大多数数值都处于较低水平。二是进一步计算
各解释变量方差膨胀因子，发现其取值在［１．０４，４．６５］，在可接受范围之内。综合两种方法的结果，
均说明本文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更直观地观察文化资本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图１绘制了两者之间的二维散点图及线性回归的拟合趋势线。从图１中可知，就样本数据而言文化
资本增长率大体上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然而上述关系及其时间上的变动还有待后文进一步考察，
通过严格的计量分析以得出更有意义的结论。
表２　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及相关系数
ｇｙ　 ｇｃ　 ｇｋ　 ｇｌ　 ｔｈｉｒｄ　 ｃｉｔｙ　 ｆｄｉ　 ｓｃｉ
ｇｙ　 １
ｇｃ　 ０．１７１９　 １
ｇｋ　 ０．４７７４　 ０．２５２４　 １
ｇｌ　 ０．１６４２　 ０．０９９２　 ０．０２０１　 １
ｔｈｉｒｄ　 ０．０６０５　 ０．０２２７ －０．２５８４　 ０．２６２９　 １
ｃｉｔｙ　 ０．１３０５　 ０．０４１４ －０．２３８２　 ０．２４３２　 ０．８６７１　 １
ｆｄｉ　 ０．１１９８ －０．１２４ －０．１９８２　 ０．０５２８　 ０．３２０１　 ０．４３８　 １
ｓｃｉ　 ０．２０８３　 ０．１４６６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８７４　 ０．１２５５　 ０．０１８７　 １
最小值 ０．０４６７ －０．０３３９　 ０．０５８７ －０．１０１１　 ０．１４３３　 ０．１９５９　 ０．０００７ －０．７２８０
最大值 ０．１９２３　 ０．４５７６　 ０．２７５５　 ０．１７６６　 ０．７７３２　 ０．８９６０　 ０．１６４６　 ０．６５２３
均值 ０．１０２０　 ０．１３１３　 ０．１４０２　 ０．０１５０　 ０．３２５０　 ０．４５９８　 ０．０２９２　 ０．１４６１
标准差 ０．０２０２　 ０．０４８９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２４１　 ０．０９６８　 ０．１５６６　 ０．０２７３　 ０．１３２４
观测值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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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文化资本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
四、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线性回归结果
本文首先根据式（２６）从线性角度对文化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一个初步的考量。
１．全部样本。本文在考察全国范围内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给
出初步的估计结果，结果报告在表３中。为了便于比较，在第（１）列给出了没有控制变量也没有控制
时间效应的混合最小二乘估计结果。为了防止出现遗漏重要解释变量导致的估计偏误，在第（２）列
中加入控制变量进行混合最小二乘估计，同时加入时间虚拟变量以控制时间效应，回归后对时间虚
拟变量估计系数进行联合显著性检验，Ｆ检验统计量的值为９７．２１，对应的ｐ值为０．００００，强烈拒绝
原假设“不存在时间效应”。此外，控制时间效应后回归的拟合优度由０．２５３上升到０．６８１，显著提升
了回归的拟合程度。以上两种证据均表明本文的样本数据在回归中应控制时间效应。第（３）列使
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面板设定Ｆ检验说明ＦＥ模型比混合 ＯＬＳ模型更合适，即存在明显的个体
效应。在面板模型中，固定效应假设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与随机误差项存在相关性，而随机效应
假设个体效应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是更严格的假设，一般不符合现实情况。所以本文主要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而不考虑随机效应模型。第（４）（５）列进一步分时段考察文化资本对经济
增长率的作用，观察上述关系是否存在阶段性差异。从回归结果来看，第（２）列的结果好于第（１）
列，主要解释变量系数估计的标准误变小，回归的拟合优度显著提升。此外，根据面板设定Ｆ检
验，说明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第（３）列估计效果好于第（２）列。因此，本文主要对表３中的第（３）
（４）（５）列进行分析。
表３　全国范围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ｇｙ）
估计方法 ｏｌｓ　 ｏｌｓ　 ｆｅ　 ｆｅ　 ｆｅ
时间段 １９９７－２０１４　 １９９７－２０１４　 １９９７－２０１４　 １９９７－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ｇｃ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２３７）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２８０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４５４＊＊
（０．０１７１）
ｇｋ
０．２９０＊＊＊
（０．０６０４）
０．２４９＊＊＊
（０．０４９３）
０．２４４＊＊＊
（０．０４９８）
０．２４２＊＊＊
（０．０４７５）
０．２１７＊＊＊
（０．０６１５）
ｇｌ
０．１２６＊＊
（０．０４６３）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２９６）
０．０３４６
（０．０３４２）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４８５）
ｔｈｉｒｄ
－０．０２４１＊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７２４＊
（０．０３９０）
－０．０８９６＊＊
（０．０４０８）
－０．０２４２
（０．０９６５）
ｃｉｔｙ
０．０２３４＊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３０５）
－０．０３３６
（０．０２６１）
０．０５４６
（０．０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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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估计方法 ｏｌｓ　 ｏｌｓ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ｄｉ
０．１３６＊＊＊
（０．０３９０）
０．１８０＊＊
（０．０６９２）
０．０７４６
（０．０６３６）
０．５４２＊＊
（０．２２１０）
ｓｃｉ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５０）
常数项
０．０５７３＊＊＊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３７１＊＊＊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６８８＊＊＊
（０．０２１４）
０．１２１＊＊＊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７１４）
面板设定Ｆ检验
４．７５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７
［０．００００］
５．６４
［０．００００］
Ｒ２或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Ｒ２　 ０．２５３　 ０．６８１　 ０．７０７　 ０．７７３　 ０．７８１
时间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３６０　 １８０
　　注：＊＊＊、＊＊、＊分别代表在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表示回归系数的异方差稳健型标准
误，中括号内数值为响应检验统计量的ｐ值；ＯＬＳ表示混合回归，ＦＥ表示固定面板效应，回归均采用聚集到省份层面
的异方差稳健型标准差进行估计；面板设定Ｆ检验的原假设是个体效应不显著；Ｒ２为组内拟合优度。下同。
就整个样本区间而言，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向促进作用，这与 Ｍａｒｑｕｉｓ（２０１３）、Ｂｕｃｃｉ
＆Ｓｅｇｒｅ（２０１１）、Ｂｕｃｃ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的结论一致。就控制变量而言，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率的作用十
分显著，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物质资本投资拉动的。劳动力与经济增长率具有正向关系，
但作用并不显著。这一现象已有较多学者进行了分析，如许和连、栾永玉（２００５）认为中国可能存在
劳动力剩余的情况，严成樑、龚六堂（２００９）认为劳动力配置不合理及劳动力的使用效率较低问题导
致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甚至是负向影响。此外，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负，
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还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第二产业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柱，而产业结构的过快
发展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率的放缓。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负，可见样本区间内人口城市化对经
济增长的利处并不明显，可能是由于发展较快的地区房地产价格上升过快，阻碍了人口城市化。外
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数值为正，且在诸多因素中仅次于物质资本投资，进一步验证了在样
本区间内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投资。科技研发活动对经济增长起到微弱的促进作用，这
是因为从技术成果到生产技术能力的形成，许多中间环节面临着不确定性，因而科技研发活动在一
定时期内和一定条件下不一定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唐未兵等，２０１４）。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前期经历年均１０％的高速增长，近些年经济步入中高速
增长，特别是在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增长速度逐渐步入６％～７％区间。为了克服样本异质性，
本文依据增长率的总体表现，选取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这两个时间区间分别进行考察。
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由２００８年以前的不显著负向作用变为２００８年之后显著的正向作
用，说明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逐渐加强，后期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促进作用。前期的负向
作用可以解释成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时候，文化资本的投资挤占了物质资本的投资，即溢出效应
小于负向替代效应，因此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这与推论１相符。后期，物质资本的作用弱
化，而文化资本存量不断积累，溢出效应逐渐大于替代效应，对经济增长逐渐表现出积极促进作用，
这符合推论２。就控制变量而言，物质资本的作用依然十分显著，只是作用力下降，说明物质资本对
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下降。产业结构占比的负向作用减弱，可能是２００８年之后部分地区经济已基
本完成工业化，第三产业逐渐发挥出重要作用。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后期为正，可能是由于人
口的城市化倒逼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外贸结构的作用加强，说明外商直接投
资对经济增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技创新活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步增强，说明基础研究
的成效在长期得以显现。
２．东中西地区。地域因素对文化的影响较大，不同区域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积淀下差异显著。
文化资本遵循自我增强的演进模式，在这种逻辑下，文化资源通过创意转化、自我完善和市场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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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成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化生产形态，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考虑到东中西部地区的地域差异对
文化资本积累的影响，以及东中西不平衡的经济发展程度，为克服样本异质性问题，进一步对东中西
部地区文化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
本文对东中西部地区依次做了面板设定Ｆ检验，结果均显著拒绝原假设，表明回归模型采用固
定效应模型显著优于混合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其中，第（１）（４）（７）列分别为东中西部整
体时间段回归，（２）（５）（８）列分别为东中西部前半考察期回归结果，第（３）（６）（９）列分别为东中西部
后半考察期回归结果。
表４　东中西部地区线性回归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ｇｙ）
区域 东部 东部 东部 中部 中部 中部 西部 西部 西部
估计方法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时间段 １９９７－２０１４　１９９７－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１９９７－２０１４　１９９７－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１９９７－２０１４　１９９７－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ｇｃ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２８９）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４０３
（０．０５００）
－０．０３０４
（０．０２５９）
０．１１８０
（０．０８９８）
０．０２５０
（０．０３３９）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５６６）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３９３）
ｇｋ
０．３０４＊＊＊
（０．０４６９）
０．３０８＊＊＊
（０．０５２９）
０．１２６０
（０．０９３３）
０．３１９＊＊＊
（０．０５６４）
０．３４２＊＊＊
（０．０４４６）
０．０８９４
（０．０８８４）
０．０８３７
（０．０６９４）
０．１０６０
（０．０６８９）
０．３５２＊＊
（０．１１１０）
ｇｌ
０．０３５５
（０．０３２９）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２３１）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５２３）
－０．０３３９
（０．０４３５）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４３２）
０．０３８５
（０．１１２０）
０．０３０６
（０．０５５５）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５８２）
－０．０７６１
（０．１１３０）
ｔｈｉｒｄ
－０．０７９６＊＊
（０．０３３４）
－０．０９２５
（０．０５２０）
－０．１５８０
（０．１６１０）
－０．０８７５
（０．０８２７）
－０．１１１０
（０．０７２８）
０．０７２０
（０．１９３０）
０．０９６３
（０．１０２０）
－０．０１６１
（０．１３３０）
－０．０９６０
（０．１１２０）
ｃｉｔｙ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２８２
（０．０２５５）
－０．０５８０
（０．１０１０）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５７３）
０．０５７０
（０．０８４２）
０．２２３０
（０．１４５０）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９４０）
－０．００２１
（０．１１９０）
０．１１２０
（０．２９３０）
ｆｄｉ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７１７）
－０．０３１６
（０．０６８３）
０．６５９０
（０．３９３０）
０．１４５０
（０．２２５０）
０．１６３０
（０．２３７０）
１．４９１＊＊
（０．５５７０）
０．３６２＊＊
（０．１１１０）
０．１１３０
（０．１９９０）
０．２２９０
（０．２６４０）
ｓｃｉ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６７）
常数项
０．０７４３＊＊
（０．０２８８）
０．１１７＊＊＊
（０．０３１１）
０．１４６＊
（０．０７３４）
０．０５４５
（０．０３４４）
０．０７６２＊＊
（０．０２９９）
－０．１２９０
（０．０９１２）
０．０３０８
（０．０４２７）
０．０９８４＊
（０．０４７９）
０．００７８
（０．１３８０）
面板设定
Ｆ检验
２．２７
［０．０１３０］
２．９７
［０．００１７］
５．１２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５
［０．０００１］
４．９１
［０．０００１］
３．７０
［０．００３５］
７．９４
［０．００００］
９．２２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７
［０．０６８５］
Ｒ２　 ０．７８５　 ０．７８５　 ０．８５９　 ０．７９９　 ０．８５６　 ０．８５１　 ０．７６６　 ０．７８６　 ０．８３６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１６　 １４４　 ７２　 １６２　 １０８　 ５４　 １６２　 １０８　 ５４
首先，对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样本区间内为正向作
用，然而前期作用为负，后期作用加强，转变为正向促进作用，与全国的作用规律一致。文化资本在
后期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说明了东部地区可以增加文化资本投资来弥补物质资本对经济增
长的拉动效率递减。就控制变量而言，物质资本增长率在整体考察期内显著正向拉动了经济增长，
在前期的促进作用尤其大，而在后期的作用出现递减趋势，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迫在眉睫。
其次，对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文化资本整体上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
前期为负，后期显著提升，说明中部地区加大文化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也是非常有利的。就控制变
量而言，整体上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然而后期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变得不
显著，与东部地区一致。中部地区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整体上为负，该结论与严成樑、龚六堂
（２００９）的结果一致。这可能是由于中部地区劳动力配置不合理，劳动力增长率上升反而加重了经济
负担。此外，蔡昉（２００４）认为可能是就业指标使用不当引致的。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使用就业人
数来衡量劳动力，得到劳动力增长率与经济产出负相关的结论，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相一致。
最后，对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文化资本增长率在整个样本区间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表现为正，前期正向作用十分微弱，后期正向促进作用加强。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由于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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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于东、中部地区，主要依靠自身资源优势和地域文化优势发展，因此文化资本始终表现出正向作
用。就控制变量而言，西部地区物质资本的作用相对较弱，且与全国范围和东中部的趋势相反，物质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断加强的，说明西部地区还处于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发展潜力巨大。
综合全国范围和东中西部地区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规律，总体上都为正向促进作用，前
期多数为不显著负向作用，后期转为正向促进作用。上述两者之间作用关系明显的转变暗示我们应
该进一步考察其作用关系是否存在非线性性质。结合本文的理论分析，有必要考察文化资本对经济
增长的阈值效应，因此后文采用固定效应门槛模型进行分析。
（二）门槛回归结果
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取决于正向溢出效应和负向替代效应的大小比较。当文化资本积
累不足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文化资本的溢出效应较弱且挤占了其他更具有生产力的要素投资，
显然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当文
化资本存量积累达到一定程度，能发挥出较强的溢出效应时，投资文化资本有利于经济增长，弥补物
质资本投资对经济作用的“后劲不足”。中国经济的现实证据印证了这一点，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
作用前期为负，后期为正。在发展过程中，文化资本不断积累，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溢出效应。由
此，当文化资本积累超过一定阈值时，文化资本的正向溢出效应大于负向替代作用，投资文化资本对
经济增长大有裨益。
为了考察文化资本的溢出效应受什么因素影响，本文利用固定效应门槛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Ｂｕｃｃ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通过理论分析得出文化资本相对于人力资本的密度对文化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关系起到了阈值作用，即文化资本密度大于某一阈值时，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鉴于此，本文将文化资本相对于人力资本的密度（ｃｈ）设为门槛变量。在此基础上进行一般化的推
广，进一步考虑文化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的密度（ｃｋ）是否也起到阈值作用。前两者均是从相对角度
出发，讨论文化资本相对密度越大，是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积极。此外，本文想更直观地考察文化
资本的绝对值是否也对经济增长起到阈值作用，因而将文化资本存量（ｃ）设为门槛变量。如前所言，
经济基础会影响文化资本的积累，当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时候，有更多比文化资本更有生产力的生
产要素值得去投资，文化资本的负向替代效应较强。当基础条件没有得到满足时，对文化资本的投
资意愿更小，文化资本存量积累较缓慢，从而导致文化资本溢出效应较弱，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
著。因此，本文将实际ＧＤＰ（ｒｇｄｐ）设为门槛变量。根据式（２７）进行计量回归，估计结果如表５所示。
此外，用Ｆ检验统计量检验“是否存在门槛效应”，自抽样次数均为３００。采用ＬＲ检验统计量检验
“门槛值是否等于真实值”，如图２所示。根据图２，就门槛变量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密度（ｃｈ）、文化资
本（ｃ）、实际ＧＤＰ（ｒｇｄｐ）而言，单一门槛统计结果更佳。
表５中第（１）列衡量了文化资本相对人力资本的密度作为门槛变量回归的结果。就变量系数来
看，相对于线性面板回归，尽管变量的作用规律一致，但是门槛回归模型显著提高了各变量系数估计
的有效性，这说明文化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为了验证门槛效应的存在性，采用Ｆ
检验统计量进行检验，结果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不存在门槛效应”的原假设。回归得到的门
槛值为０．８８２，即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当文化资本相对于人力资本的密度大于０．８８２时，文
化资本的外溢性作用强于其所引致的替代效应，投资文化资本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２００８年之
后样本数据中全部省市的文化资本相对于人力资本的密度均达到了阈值，意味着中国现今应大力投
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对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有正向促进作用。此外，就控制变量而言，对经济增长影
响最大的是物质资本增长率，而劳动力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较弱，与线性回归结果一致，中国
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物质资本推动的。第三产业占比总体上不利于经济增长，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非常小，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科研活动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微弱。
表５中第（２）列将文化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的密度作为门槛变量进行回归。对门槛效应的存在
性进行Ｆ检验，结果接受了“不存在门槛效应”的原假设，说明以文化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密度做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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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门槛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槛变量，文化资本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存在明显的结构突变。虽然检验表明不存在门槛效
应，但是回归的结果与第（１）列相差无几。文化资本密度越大，对经济增长的外溢性越强，提高文化
资本投资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
表５中第（３）列将文化资本绝对量作为门槛变量进行回归。门槛效应Ｆ检验拒绝了原假设，说
明以文化资本存量为门槛变量，文化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存在结构突变。门槛值为７．２７，当文化资
本存量大于７．２７时，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文化资本增长率每提高１单位将促进经济增长率
提高０．０４２单位。即当文化资本存量大于７．２７时，文化资本的外溢性较大，投资文化资本能使经济
增长获得净收益。
表５中第（４）列将实际ＧＤＰ作为门槛变量进行回归。由于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有
更具生产力的生产要素值得投资，文化资本的负向替代作用较强，这将会导致对文化资本的投资不
足，文化资本积累不够，外溢性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微弱甚至为负。即经济发展水平会通过影响文
化资本的积累，从而影响文化资本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门槛效应Ｆ检验拒绝了原假设，验证了
经济发展水平确实起到了阈值作用。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系数在门槛值前后从－０．０１５５上
升到０．０４６５。
表５　固定效应门槛回归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ｇｙ）
门槛变量（ＴＨ）
ｃｈ　 ｃｋ　 ｃ　 ｒｇｄｐ
（１） （２） （３） （４）
ｇｃ（ＴＨ≤ξ１）
－０．０４３４＊＊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４０９＊
（０．０２３８）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１４８）
ｇｃ（ＴＨ≥ξ１）
０．０３１７＊＊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２２５＊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４２０＊＊＊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１２８）
ｇｋ
０．２４７＊＊＊
（０．０２１２）
０．２３９＊＊＊
（０．０２１７）
０．２４１＊＊＊
（０．０２１２）
０．２４５＊＊＊
（０．０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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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门槛变量（ＴＨ）
ｃｈ　 ｃｋ　 ｃ　 ｒｇｄｐ
（１） （２） （３） （４）
ｇｌ
０．０３４４
（０．０２１８）
０．０３９２＊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３０２
（０．０２１８）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２２１）
ｔｈｉｒｄ
－０．０６９２＊＊＊
（０．０２２１）
－０．０６９９＊＊＊
（０．０２２５）
－０．０６６４＊＊＊
（０．０２２１）
－０．０７０５＊＊＊
（０．０２２２）
ｃｉｔｙ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１８０）
ｆｄｉ
０．１９３＊＊＊
（０．０３３１）
０．１８９＊＊＊
（０．０３３８）
０．１８５＊＊＊
（０．０３３１）
０．１６４＊＊＊
（０．０３３３）
ｓｃｉ
０．００７００＊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７４９＊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７３６＊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０４１）
常数项
０．０５９７＊＊＊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６６６＊＊＊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６１６＊＊＊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５８６＊＊＊
（０．０１３１）
单一门槛值（ξ１） ０．８８２０　 ０．００１６　 ７．２７００　 ２２６８．９８４１
Ｆ检验
３６．３１＊＊＊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４４
［０．４５６７］
３２．７５＊＊＊
［０．０１００］
３１．６１＊＊
［０．０３３３］
Ｒ２或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Ｒ２　 ０．７２５　 ０．７１３　 ０．７２４　 ０．７２３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注：表（５）中第（１）列表示文化资本相对于人力资本密度，其中人力资本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衡量；Ｆ检验的原假设
为不存在门槛效应，门槛回归的自抽样次数均为３００。
整体而言，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且以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密度、文化资本存
量、实际ＧＤＰ为门槛变量，跨越门槛值之后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转化成积极促进作用。
五、稳健性分析
为了确保本文分析结论的可靠性，我们从以下三个角度对基准回归模型（表３中第（４）（５）列）的
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稳健性检验Ⅰ：考虑滞后效应
考虑到文化资本、物质资本等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因此，本
文将文化资本增长率、物质资本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当期项替换成各自的滞后一期项，并采用面板
固定效应模型回归。这样处理的好处在于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
生性问题，估计结果报告在表６的第（１）（２）列。从中可以看出，文化资本的估计系数前期不显著，后
期在数值和显著性上都有提升，对经济增长表现出积极促进作用。随着文化资本存量的不断积累，
在样本期后期文化资本的外溢性大于替代效应，增加文化资本的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此外，控制
变量的估计结果也基本相同，说明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二）稳健性检验Ⅱ：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
考虑到文化资本增长率可能与经济增长率存在联立性偏误问题引致内生性，比如经济增长率越
高，反过来会加速文化资本投资，文化资本增长率又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为了降低内生
性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通过寻找工具变量法来解决。本文选取的第一个工具变量为１９３４年民众
教育馆经费数，数据来源于《中华民国２３年度全国社会教育统计》，根据现有行政区域对民众教育馆
经费进行划分，并将经费数用行政区域面积去规模化。大样本条件下增加工具变量通常会得到更有
效的结果。因此，本文还选取１９８２年从事文化艺术事业人口比例作为工具变量，数据来源于１９８２年第
三次人口普查。工具变量的选择既要与核心解释变量相关，又要与被解释变量无关，我们选取上述两
个工具变量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从相关性角度来看，清末民初各地兴办民众教育馆以“开通民
智，改良风俗”，传播科学文化知识。虽然经历内忧外患，民众教育馆损失殆尽，但是其对当地文化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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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当地的民众教育馆，并将之多数改造成文化馆，
发挥群众文化建设作用。所以民众教育馆与文化资本高度相关。１９８２年从事文化艺术事业人口比例
越高，说明当地越重视文化资本的投资，因此与文化资本也是高度相关。第二，从外生性角度来看，所选
取的工具变量都是历史数据，距离样本考察期具有较长的时间，不会对当前经济增长率有显著影响。
表６第（３）（４）列报告了工具变量的回归估计结果。为了验证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我们首先采用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ｔｅｓｔ统计量检验工具变量是否与内生变量相关，结果在１％显著性水平上拒
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零假设；然后，采用Ｓａｒｇａｎ－Ｈａｎｓｅｎ检验工具变量是否外生，结果接受了
“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零假设，说明所选取的两个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在控制了内生性之后，回
归结果基本不变，说明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文化增长率由前期负向影响经济增长转向后期正向
促进，对经济增长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Ⅲ：动态面板估计
考虑到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特征，即当期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依赖于过去的文化
资本增长率，为捕捉这种特征，本文在基础模型方程（２６）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经济增长率滞后一
期项，采用系统ＧＭＭ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报告在表６第（５）（６）列。其中，Ｓａｒｇａｎ－Ｈａｎｓｅｎ检验接受
了“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零假设，残差序列相关性检验表明差分后的残差只存在一阶序列相关性，
即ＧＭＭ回归结果可靠。从回归系数来看，回归结果基本不变，说明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６　稳健性检验结果
稳健性检验方法
解释变量滞后１期 ＩＶ 动态面板估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时间段 １９９７－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１９９７－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１９９７－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ｇｃ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５６９＊＊＊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４９０＊＊＊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６３０＊＊
（０．０２６３）
ｇｋ
０．１７０＊＊＊
（０．０５２９）
０．１９７＊＊＊
（０．０５９５）
０．２４０＊＊＊
（０．０２４１）
０．２１９＊＊＊
（０．０３６５）
０．１５２＊＊＊
（０．０４１５）
０．１１１＊
（０．０５６０）
ｇｌ
－０．０５２０＊＊
（０．０２０３）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５４５）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２３１）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３８３）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３１０）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５１４）
ｔｈｉｒｄ
－０．０８８７＊
（０．０４７８）
－０．０３７３
（０．１１５０）
－０．０７４４＊＊＊
（０．０２４０）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４４６）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１９７）
ｃｉｔｙ
－０．０３３８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３００
（０．０９３９）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１２４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２２２）
ｆｄｉ
０．０７６５
（０．０６７０）
０．６５５＊＊＊
（０．２１８０）
０．０９００＊＊＊
（０．０３４３）
０．３７６＊＊＊
（０．１２７０）
０．０５１８
（０．０３５４）
０．１０６０
（０．１３６０）
ｓｃｉ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０５９）
Ｌ．ｇｙ
０．６４０＊＊＊
（０．０７５１）
０．５２１＊＊＊
（０．１２５０）
常数项
０．１２６＊＊＊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５９６
（０．０７８９）
０．０７７６＊＊＊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５２６＊＊＊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１５６）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ｔｅｓｔ
９０．７３
［０．００００］
８３．３６
［０．００００］
Ｓａｒｇａｎ－Ｈａｎｓｅ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９．８０２
［０．１３３２］
６．９１
［０．３２９３］
６．４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７５１
［１．００００］
ＡＲ（１）ｔｅｓｔ
－３．２７
［０．００１０］
－２．９３
［０．００３０］
ＡＲ（２）ｔｅｓｔ
０．６６
［０．５１２０］
－１．１５
［０．２４９０］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３０　 １８０　 ３６０　 １８０　 ３３０　 １８０
　　注：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ｔｅｓｔ的原假设为工具变量识别不足，若拒绝原假设则说明工具变量是合理的；Ｓａｒｇａｎ－
Ｈａｎｓｅｎ的原假设为工具变量过度识别，若拒绝原假设则说明工具变量是合理的；ＡＲ（１）ｔｅｓｔ和ＡＲ（２）ｔｅｓｔ的原假设
为模型不存在一阶和二阶自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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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由基于理论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可知，文化资本不一定总是正向促进经济增长，这取决于文化
资本的正向溢出效应和其对物质资本的负向替代效应大小比较。当文化资本积累不足且工业化程
度较低时，文化资本的溢出效应较弱，而工业化深化过程中的加速效应使文化资本对物质资本的替
代性为负，此时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弱。当文化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物质资本对经济
的带动效率递减，此时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大于所引致的对物质资本负向替代作用，增
加文化资本投资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这说明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带动
效果不显著，但随着经济发展的持续，文化资本的作用会更显著。
本文对中国现实数据进行面板计量分析，结论是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总体上表现出正向促进作
用，然而分阶段考察时，前期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负，后期转为正，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
异。此外，分东中西部地区考察得出的结论类似。为了进一步考察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的非线
性特征，本文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对可能影响上述关系的因素进行分析。当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密度、
文化资本存量、实际ＧＤＰ跨越门槛值后，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负转正，由小变大，足以说明
当文化资本存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其溢出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
（二）政策建议
现今，由物质资本推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率减
弱，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寻找新的动力，转变增长方式。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论证，发现文化资本有望
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加大文化资本投资，有利于文化资本的积累，进而发挥出愈强的溢出
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效用愈显著，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此外，投资文化资本对环境友
好，在人们日益受到粗放式增长带来生态环境破坏的恶劣影响下，加大文化资本投资无疑是双赢的
选择。同时，在加大文化资本投资上，要结合各地的文化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现状，因地制宜。具
体地：
第一，东部沿海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经历过去３０多年的高速增长，文化资本对经济增
长的带动作用正逐渐发挥出来，所以，这个阶段东部地区应加大文化资本投资，注重文化资本的积
累，促进文化与科技、金融和互联网的融合，最大限度释放文化资本的溢出效应。
第二，中部地区目前也基本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个阶段文化产业资本溢出效应越来越显著，
在这个时期要积极培育文化资本市场，为文化资本积累动能和蓄好能量。
第三，西部地区目前很多地方还处在工业化中前期阶段，经济基础薄弱。少数民族众多，地域文
化比较显著，这就要求西部地区要因地制宜投资文化资本，积极扶持传统文化。更为重要的是要以
经济发展来带动文化资本积累，在这个阶段把文化资本作为拉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不
合适的，因为在这个阶段文化资本的带动作用比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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